
寒山诗集的初编与改编

关于寒山子诗最初结集成书的情
况，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
即尝引述《太平广记》收录的五代前蜀道
士杜光庭撰《仙传拾遗》，以事说明：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
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
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爲诗，每
得一篇一句，輙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
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
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
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
间。（见《太平广记》卷五五《神仙》之“寒

山子”条）

惟四库馆臣以为上文记述的史事，
俱已“无从深考，故就文论文可矣”。逮
余嘉锡重新解读《仙传拾遗》这段文字，
则谓“光庭既云‘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
之’，则其所叙寒山事迹，必即采自灵府
之序。……盖灵府于元和中移居天台，
已不及识寒山，其后始闻其名，又得其
诗，乃爲之序而集之。……《嘉定赤城
志》谓灵府居天台云盖峰，目爲方瀛。会
昌初，频诏不起。大中、咸通中，与道士
叶藏质重修天台桐柏崇道观。……灵府
所序之《寒山子诗集》，光庭自得见之。
其书既行于人间，则传世者非一本，光庭
之言，绝非臆造。……辑寒山诗者，莫早
于灵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〇

《别集类》二“寒山子诗集”条。案下引余

嘉锡观点俱出此）。据此得以明确，杜光
庭最早编纂成集的寒山子诗集，应是一
种三卷本，收诗共三百余首。

这种三卷原本后来发生很大变化。
一是诗集的卷次已经由三卷改编成为一
卷。见于各种目录著录的宋代版本以及
传世宋本实物，都是编作一卷，与其三卷
旧帙，自已明显不同。二是目前已知的
所有这种一卷本寒山子诗集，后面都附
有拾得的诗篇，而在这之前的徐灵府初
编本，则完全看不到附有拾得之诗的迹
象。三是后来的版本都在卷首增有一篇
伪题作唐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的序
文，取代了徐灵府的旧序。“闾丘胤”宣
称，他指令天台山国清寺僧道翘，觅得寒
山子“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野人家厅壁
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及拾得于土地堂
壁上书言偈，并纂集成卷”。余嘉锡早已
考订指出，这也就意味着现存诸本寒山
子的诗集，都是出自这种带有伪闾丘胤
序的所谓道翘编录本。

这种所谓道翘编录本出现的时间，
可以追溯到唐代后期。如同余嘉锡指出
的那样，唐僧本寂另外还撰著有一种释
义本，曾经一度“流行宇内”（宋释赞宁

《宋高僧传》卷一三《梁抚州曹山本寂

传》）。这一释义本尚见于《新唐书·艺文
志》著录，书作“《对寒山子诗》七卷”。又
《崇文总目》著录本寂此书，作“《寒山子
诗》七卷”，余嘉锡以为其书名乃“误去

‘对’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另
附有说明云：“天台隐士，台州刺史闾丘
胤序，僧道翘集。寒山子隐唐兴县寒山
巖，于国清寺与隐者拾得往还。”可见本
寂依据的底本，必属所谓道翘编录本无
疑。余嘉锡推断本寂卒于唐昭宗之世，
而《宋高僧传》记述本寂注《对寒山子诗》
是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后一段时间之内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三《梁抚州曹

山本寂传》），所以这种伪道翘编录本出
现的时间，必定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之前。

余嘉锡另有推论云“《唐志》所载《对
寒山子诗》，有闾丘胤序而无灵府之序，
疑本寂得灵府所编寒山诗，喜其多言佛
理，足爲彼教张目，恶灵府之序而去之，
依托闾丘，别作一序以冠其首，谬言爲道
翘所辑，爲之作注”。即把本寂定作伪撰
闾丘胤序并在篇末添附拾得诗的人，此
说缺乏相应的证据。审视所谓闾丘胤
序，词句、文义俱殊欠妥当，本寂的注本，
篇幅多达七卷，较诸徐灵府的三卷原本，
篇幅已经增多一倍，其疏释寒山子诗作，
自然多有发挥引申。若是本寂伪冒闾丘
胤之名来撰述此序，用以取代徐灵府的
旧序，那么，如此费心费力写入的序文，
何以不对自己将要在书中阐述的义理，
适当予以说明？现在我们在闾丘胤的序
文里，实际上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这是明显违背常理的事情。因而，伪道
翘编录本出自释本寂的推断，目前恐怕
还不易遽然宣告成立。

又余嘉锡论述寒山子诗集的版本，
述云：“寂之所注，当即根据徐本，盖闾丘
胤之事，本属诬枉，所谓僧道翘者，子虚
乌有之人也，安得辑寒山之诗？……《仙
传拾遗》录寒山事，无一语及丰干、拾得，
则二人之诗自非徐本所有。据《宋高僧
传·拾得传》，本寂所注，实兼有拾得诗，
不知寂何从得之，岂本寂所自搜求附入
欤？抑《仙传拾遗》之文爲《广记》删削不
全欤（观其文义，似本无拾得事）？未可
知也。”对此，我很赞同余嘉锡所倾向的
徐灵府原本并没有附入拾得诗的看法，
而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寒山诗
集后面附缀拾得诗，最早只能追溯到所
谓道翘编录本。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
完全可以清楚确认，本寂据以做注的底
本，只能是所谓道翘编录本。这是因为
本寂的《对寒山子诗》带有伪闾丘胤书
序，而如上文所述，伪闾丘序本自已明言
附编有“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

至于余嘉锡称“本寂之注，至宋已
亡，独其原诗尚存耳”。亦即流传于后世
的寒山子诗，本是这种七卷本本寂注本
之注文佚失之后，剩存下来的寒山子原
诗。虽然余氏讲述的情况，并不能完全
排除，这一说法后来也得到了学者钱学
烈的认可，钱氏还明确给出一个本寂释
义脱佚的时间，径称“本寂的对寒山诗到
宋代即被删去，祗留下闾丘僞序和寒山
诗”（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子诗版本》，

刊《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但按照我
的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应该是这种
附有本寂注释的七卷本寒山子诗入宋以
后便连原诗带注文一道亡失不存，而不
大可能是这种寒山子诗中的本寂注释部
分脱佚失传而仅剩下寒山子的原诗存留
于世间。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本寂注
本失传之后，只有伪称道翘所编附有拾
得诗作的一卷本寒山子诗原本，因本来
就是单独流行而依然传布于人世。清人
徐乾学曾收藏有一部元刻本《二圣诗》，
徐氏《传是楼宋元板书目》著录作者为
“寒山、拾得”，余嘉锡云“二圣之名，疑亦
沿用唐、宋之旧”，所说很有道理。

从“二圣”到“三隐”

这种附有拾得诗的“二圣合册”本寒
山子诗集，“至南宋刻本，‘二圣’忽变成
爲‘三隐’，于丰干始有诗二首”附入，与
寒山、拾得诗合刻为一书，并称“三隐”。
余嘉锡既已推论伪闾丘胤序出自本寂杜
撰，复谓本寂杜撰此序并注解寒山子诗
后，“闾丘遇三僧之说盛传于世，不知何
时其注爲人所削，而寒、拾之诗幸存，宋
之俗僧又僞撰丰干诗附入其中，谓之‘三
隐’”。实则由“二圣”递变而至于“三
隐”，本来是世俗传布过程中，很容易衍
化生成的事情，初不必设想上述种种情
景，强加解说。

自庄严堪旧藏本的递
藏与刊刻

存世早期寒山诗的刻本，无一不是
出自所谓道翘编录的寒山子诗集。在这
些存留于世的早期寒山诗刻本当中，刊
刻年代最早的便是周叔弢自庄严堪旧藏
南宋初年刻本。

在归入周氏自庄严堪之前，此本曾
先后庋藏于毛晋汲古阁和清宫天禄琳
琅，今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周氏在民
国十三年尝以之影刻印行。昔商务印书
馆汇印《四部丛刊》，民国八年的初次印
行本采用一部朝鲜刻本（当时误称高丽

椠本）作为底本，至民国十八年重印时，
则改用周氏影宋刻本。近年出版《中华
再造善本》丛书，更将宋版原书直接影印
行世。此周氏旧藏南宋初年刻本，除了
拾得诗和所谓“拾得录”以外，还已经附
有丰干的诗作和“丰干禅师录”（惟所附

诸诗，书口处仍镌作“寒山诗”），故著录
清宫藏书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谓乃
“宋时所称《三隐集》也”（清彭元瑞等《天

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寒山子诗集”

条）。实际上也可以称述这种附有丰干、
拾得诗等内容的诗集为《三圣集》，国家
图书馆就藏有一部元刻残本四明释梵琦
和《三圣集》。

关于这部自庄严堪旧藏本刊刻的年
代，傅增湘尝谓其“刊工与宋刊《武经七
书》、耿秉本《史记》多同，是孝宗、光宗间
浙本”（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

书目》卷一二上）。今查书口所镌刻工姓
名，如章椿，尚别见于绍兴间两浙东路茶
盐司刻《外台秘要》，又如徐忠之名亦别
见于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旧唐书》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

部》。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之《刻

工卷》），因而其付梓的具体时间，或许还
会稍早一些，有向前推溯至高宗时期的
可能。

不过在已知南宋刊本中，它并不是
刊刻年代最早的版本，还另有一种“江东
漕司本”，其梓行年代要略早于此本。另
一方面，继此南宋初年刻本之后，又有南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国清寺僧志南刊本，
也一并附镌有丰干、拾得二人诗作，另外
还附有“朱晦庵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
老帖”以及释志南撰写的《天台山国清
禅寺三隐集记》。此本后世习称“国清
寺本”。

江东漕司本和国清寺本的旧刻原本
虽然都没有流传下来，但都有衍生文本
流传。在已知的三种宋刻本中，唯有自
庄严堪旧藏的这种南宋初年浙刻本，问
世后从未重刻翻印，直至周叔弢获藏后
以之影刻再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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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自庄严堪旧藏南宋初年刻本《寒山诗》

□辛德勇

唐朝僧人寒山子，
大约生于玄宗开元年
间，卒于敬宗宝历至文
宗大和年间，享年百岁
上下。寒山子以诗闻名
于世，亦以诗留名于
史。寒山子诗集，流传
有很多版本，今存世诸
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便
是周叔弢自庄严堪旧藏
南宋初年刻本。在这
里，我想简单讲述一下
这个版本的形成过程，
以供读者参考。

不殊华夏：明代广东的重要转向 □吴泽文

大一统中国由众多区域组成，各个
区域的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发展进程亦
非同步、均衡。一些原本发展滞后的边缘
地区，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持续整合互动，
逐渐摆脱了落后面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
心区域，最终推动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广东虽自秦代起便已纳入王朝版
图，但长期被中原人士视为“异域殊方”，
历代王朝对当地的管控松散薄弱。入明
以后，中央强化对广东的系统治理，广东
也主动融入以理学为主流的华夏文化，
进而跃升为华夏文化的先进区域。成化
年间，邱濬盛赞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
然在今日，则内地也。其风俗视华夏不
殊，而且日趋于古，人文日新月盛”，此言
不仅彰显出明代广东人认同帝国的“身
份感觉”，同时也折射出广东的“华夏化”
转向。本文认为，理学在广东的传播与
实践是明代广东完成“华夏化”转向的核
心线索，广东融入国家的本质是在理学
的沟通与调和之下，地域社会与王朝国家
最终在文化认同上实现深度融合的过程。

军政经略的系统化：
平定动乱与22个新县的
增设

宋元以降的广东遍布盗寇、乡豪及
“猺、畲、疍”等群体。明代广东此起彼伏
的动乱，实乃宋元以来悬而未决的赋役
征发与户籍管理问题的延续。与此同
时，明代广东的地域开发加速，生计方式
趋于多元，官府推行的海禁、矿禁政策严
重阻碍了广东山海之地商品的流通，导
致传统的市场秩序陷入混乱，海盗、山贼
与倭寇势力席卷而来。

在此背景下，军事征剿与政区析置
开启了明代广东融入王朝国家的先机。
景泰三年（1452），明朝正式设立两广总

督，将广东、广西作为一个系统的军政单
元进行统筹经略，翻开了对广东实施全
面治理的新篇章。督抚摒弃以往对广东
放任自流的治理传统，在实施戡乱的同
时，积极在山海之地拓展府县化体制。
有明一代是广东析置新县最为频繁的时
期，新县达22个之多。战争是明代广东
设县最重要的背景，22个新县全都在督
抚结束军事大征以后增设，设县其实是
结束大征的善后之策。大规模的政区析
置举措奠定了今日广东省的行政区划格
局与省域边界轮廓。

明代典制规定，编户不足20里的县
份需裁减县丞、主簿的员额，称为“裁减
县份”。广东22个新县中的裁减县份多
达19个。推进府县化必须权衡行政成
本高低，“盗区”里户稀疏，难以支应新县
运转，督抚会陷入恢复治安以及严控行
政成本之间的两难境地，设立精简职官
员额的裁减县份既可以满足设立新县的
迫切需求，又能对新县的职官员额加以
限制，契合了新县地方财政支绌的现实，
因而广泛运用于广东的治理实践之中。

广东府县化体制的深度拓展，标志
着朝廷和两广总督对广东的治理策略从
暴力征服转向理性的行政治理。明朝在
广东的军政经略最直接的动力是为了维
护大一统，设立裁减县份实际上是要在
全域建立以理学为中心的王化秩序。裁
减类新县的增设以及户籍编制确保朝廷
对广东的控驭更为直接，宋元至明初广
东乡豪势力武断乡曲、纵横山海的社会
根基被清除，广东山海之地最基本的行
政制度框架由此奠定。

基层社会的宗族化：
宗族建设与理学社会化

理学社会化指理学在地域社会中从

理论变成实践的过程。宋明理学士绅
“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路径转向均
是理学力图干预现实、重构社会秩序的
具体实践。他们致力于创建书院、强化
宗族组织与推广乡约。明清广东宗族社
会的形成是理学社会化的结果。

宗族作为华南地区民众与国家互
动、在区域社会内展开竞争与资源控制
的组织形式，深刻反映了区域社会权力
结构与文化认同的转向。习得理学知识
的广东地方精英深谙运用王朝意识形态
与政治规则之道，策略性地包装自身的
利益诉求，从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提升个
人以及宗族声望，将理学对个人与宗族
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这一过程客观
上促成国家对广东的文化统合，并使礼
法秩序深深嵌入地方社会中。

明代是广东宗族组织迅速发展并走
向普及的重要时期，当地异彩纷呈的宗
族文化可溯至明中叶。广东宗族社会的
形成与其时“士大夫化”的发展转向密不
可分。经历明初系统的军政经略以后，
乡豪逐渐失去地域社会的支配地位，科
举制在广东持续发展，进士举人人数显
著增加。自明中叶始，广东更是涌现出
邱濬、陈献章、梁储、方献夫、湛若水、黄
佐、霍韬、林大钦、薛侃、翁万达等一批声
名卓著的学术大儒与政治精英。

在嘉靖十五年（1536）首辅夏言“三
议”（其中“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

祖”与“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之前，
广东士绅已经开启本地的宗族化进程。
他们在父系继嗣的血缘基础上，努力推
进“敬宗收族”的理学实践，如香山黄氏、
南海石头霍氏分别在黄佐、霍韬的带领
下营建祠堂、编修族谱，南海庞尚鹏、冼
桂奇撰写家训教化族人。广东原本就有
庶人僭越祭礼的风气，夏言的改革相当
于承认民间的祭礼僭越风气，广东亦利
用了“大礼议”的政治影响，背景各不相

同的士民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引导下参与
宗族建设活动，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趋势
加快，极大地促进了明代广东的宗族化
转型。到康熙初年，宗族已经成为广东
地方社会的支柱。

文化正统的在地化：
省域知识的建构与忠义伦
理的传播

理学规范着明代广东地域秩序的生
成与发展走向，在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为
文化正统的在地化。明代广东地方文化
的创制既根植于正统的程朱理学，又结
合广东当地的历史情境加以发挥，突出
体现为广东地方精英对省域知识的积极
建构与忠义伦理在当地的广泛传播。

省域知识的建构是省制推行以后的
结果，实质上是正统意识形态通过省志
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地域性表达。香山人
黄佐编纂的嘉靖《广东通志》是广东士绅
首次系统建构关于本省的知识体系与省
域认同的尝试，奠定了广东人书写广东
史的基础，力图重构广东在整个国家中
的位置。该志整合并化用本地先贤与当
时士绅关于广东“礼乐教化之地”的叙
述，运用演绎性很强的经学、子学的知识
体系与“气化论”来阐释广东的时空定位
以及星宿分野体系，力图褪去广东的“异
域”色彩，在形而上的层面论证广东一直
内在于王朝的统治体系当中。

此外，正统意识形态的忠义伦理进
一步深入到广东的乡村社会之中，突出
地反映在明中叶广东佛道、“淫祀”与理
学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上。成化、弘治
年间，在广东动乱频发的压力之下，为了
劝忠教化、凝聚人心，陶鲁、刘大夏、陈献
章等仕宦积极在新会县宋元决战故地崖
山营建大忠祠、全节庙等忠义祠庙，进而

衍生出捍卫华夏正统的“夷夏之辨”的话
语体系，崖山逐渐成为明中叶广东的忠
义伦理象征。

增城县沙堤湛氏宗族基于明初曾
为乡豪的先祖湛怀德率五百死士驰援
南雄侯赵庸平定曹真、苏友兴之乱的忠
义事迹，结合理学大儒湛若水的经营，
将私家历史转化为地域社会的公共记
忆。若水门徒洪垣凭借出任广东巡按
监察御史的契机，推动湛怀德义士祠重
修并载入祀典，明初的乡豪最终转型为
官方认可的乡贤。民众顺应地方仕宦
致力于“化民成俗”、传播正统意识形态
的形势，在文本上建构忠君爱国的祖先
形象，塑造“故家大族”的宗族地位。理
学完成“隐喻化”，内化为广东社会秩序
的一部分。

明代广东的“华夏化”转向既外化为
国家力量的建立，又内化为人群认同的
重塑：前者依托强势的权力运作得以构
建，后者则以文化正统的在地化为基
础。在这种双向奔赴的秩序建构过程
中，理学发挥了沟通作用，王朝礼法与地
方传统都得以兼顾，广东因而成功归纳
到大一统中国的范畴，生动地展示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清代民国广东与国家的进一步整
合，其实建基于明代，相关的社会发展线
索均可在明代找到端绪与渊源。只有先
看清明代广东的“华夏化”转向，才能深
入理解清代、民国与当今广东的发展变
迁，进而贯通理解广东为何能在中国近
现代民主革命进程中成为前沿阵地，直
至今日仍在继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的华美篇章。

注：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
为广东工业大学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
基金后期资助优博项目“不殊华夏：明代
广东地域社会形成研究”（23FYB039）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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